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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在美國與中共的雙邊關係中，影響著中美關係的因素很多，就過去的

歷史經驗來說政治性議題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遠大於經濟性議題。隨著全

球化時代來臨，世界各國在經貿上相互依賴性越來越高的情況下，本文想

探討經濟性議題是否會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尤其隨著兩國之

間貿易依存度越來越高情況之下，經濟議題是否會取代政治性議題成為中

美關係中的重要變數？是本文主要探討焦點。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中美雙

方在經濟議題上雖然有衝突產生，但是卻不認為經濟性議題在中美關係中

具有難以溝通或突破的障礙，雙方對於彼此都有所求，因此在求取雙邊最

大利益下，這些經濟性議題與中共所堅持的意識型態與原則（主權、領土

與傳統性國家安全）不相衝突的情況下，中美雙方都展現相當彈性，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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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雙邊的經貿關係。  

關鍵詞：中美關係、權力轉移理論、人民幣匯率、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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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共（以下本文將會以中共、中國、中國大陸交互使用，並不影響本文

內容）和美國的關係，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來經歷了不同階段變化，從

相互敵視、改善關係、到目前在反恐議題等項目上的密切合作，在經貿上積

極交流與在人權議題上存有歧見。影響中共和美國關係的因素，從過去政治

性議題為主至現在政治經濟已經各佔相當比例，我們可以看出其中變化。在

七○年代初，無論是對北京還是對華府來說，經濟和貿易問題都不是尋求關

係解凍的主要動機。正如 1973 年 3 月 H. Kissinger 對毛澤東說的那樣：我們

與中國做生意的興趣並不是貿易的，而是要建立一種對我們雙方都有用的政

治關係所需的扭帶（藍普頓，2003：126）。隨著中共改革開放，與全球經濟

體系整合，中國在經濟上挾其龐大市場與廉價勞力，使其在國際經濟上的重

要 性 與 地 位 越 來 越 高 ， 和 美 國 的 經 濟 互 動 無 論 在 深 度 與 廣 度 上 也 都 日 益 加

深，就中美雙邊貿易關係而言，2005 年，中國已經為美國第四大出口市場、

第二大進口市場和第三大貿易伙伴。2005 年，中美雙邊貿易規模達 2853.0

億美元，較去年（2004 年）增長 23.3%。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 418.4 億美

元，增長 20.4%；從中國進口 2434.6 億美元，增長 23.8%；中國與美國雙方

逆差達到 2016.3 億美元，較去年增長 24.5%（中國商務部，2006：3）。這樣密

切的經貿往來也造成了中共和美國在經濟議題上的衝突與摩擦越來越嚴重，

人民幣升值與否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中美關係從中共建政以來，一直是處於對抗多於合作的局面，但隨著中

共與美國正式建立外交關係與中共改革開放後經濟不斷發展，美國人面對中

國崛起的現象與議題，開始有了不同的看法與意見，有一派看法認為中國的

崛 起 會 威 脅 到 美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生 存 與 發 展 ， 因 此 主 張 採 取 圍 堵 中 共 的 策

略。但也有另一派主張認為中共崛起已經是無法避免的態勢，重要是如何將

這個逐漸甦醒的巨人納入到國際規範裡面，讓他的行為舉止符合國際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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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與要求，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設性角色，因此建議採取擴大與中

國交往的策略。這兩種南轅北轍的看法不斷在美國內部相激盪著，影響著美

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究竟是採取圍堵政策還是交往的策略，是將中國視為

「建設性戰略伙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還是「戰略競爭者的關係」（strategic 

competitor）（坎柏，2005: 1-3; Chu, 2005: 9-10）。
1

在美國與中共的雙邊關係中，影響著中美關係的因素很多，從過去歷史

經驗來說政治性議題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一直遠大於經濟性議題，隨著全球

化時代來臨，世界各國在經貿上的相互依賴性越來越高的情況下，本文想探

討經濟性議題是否會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尤其隨著兩國之間貿易

依存度越來越高的情況之下，經濟議題是否有可能會取代政治性議題成為中

美關係中的重要變數？是本文主要探討焦點。所以本文擬以人民幣匯率問題

作為研究個案，以柯林頓擔任美國總統開始至目前小布希政府為止作為探討

時間範圍，
2 以權力轉移理論中的三個要項：結構、動態與政策，作為分析

架構，去分析中國與美國雙方對於既有的國際結構認知為何，在此認知下如

何去評估對方，這樣的評估結果如何影響彼此在處理人民幣匯率問題時的政

策與作為，進而瞭解人民幣匯率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為何？  

以下將先探討權力轉移理論的適用性，其次分析中國與美國雙方對於國

際體系的認知與對彼此的動態性評估為何。第四部分則進一步在中美雙方關

於國際體系認知與對彼此的評估基礎之上，去瞭解中國與美國在這樣的認知

基礎下如何去處理人民幣匯率問題，兩方分別採取了怎樣的作為與政策。最

                                                        
1. 在柯林頓政府時期，使用「戰略伙伴」一詞稱呼中共，所採取的立場是持續與擴大和中共的建設性接觸與

交往。但在小布希上台後，九一一事件發生前，小布希卻用戰略競爭者一詞來稱呼中共，同時對於中國採取

較強硬的立場。而這兩股不同的聲音不只在政府部門相激盪，在學術界亦是如此。 

2. 會以柯林頓至小布希任期為止，是因為人民幣匯率問題在過去中美關係中，從未被雙方拿出來討論或是成

為爭議的焦點，直到柯林頓上台後，把經濟外交做為美國全球戰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貿議題才開始在

中美關係中扮演重要的影響因素。到了一九九七年亞洲金融危機爆發（此時是柯林頓政府的任內），中共堅

持人民幣緊盯美元，使得亞洲國家在此次金融危機不至於受傷更深，而獲得國際間普遍的讚揚，人民幣的匯

率才受到注目，而直到最近人民幣匯率是否應該升值問題，造成了中共與西方國家（當然包括美國在內）在

此一議題上的爭執（目前正是小布希政府任內），因此本文將以柯林頓至小布希政府為主要討論的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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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結論，闡釋這樣的作為與政策對經濟因素在中美關係中的意涵為何？  

二、權力轉移理論的適用性 

傳 統 國 際 關 係 理 論 中 主 流 學 派 包 括 了 現 實 主 義 、 新 現 實 主 義 與 結 構 主

義。這三個學派對國際關係中所強調的重點與權力轉移理論並不一致。現實

主義者認為安全的考量是主要的，經濟的考量是次要的。但權力轉移理論認

為兩者是同樣重要的。權力轉移理論認為安全與經濟是沒有區別的，而經濟

學家則排除政治動態對於經濟走向的影響。權力轉移理論假定國際經濟關係

與權力關係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缺乏其中之一則無法解釋另一者（Tammen et 

al., 2000）。但現實統從事國家安全業務人員將經濟因素視為次要主義者、新

現實主義者與結構主義者則對於國際經濟關係是否與權力是有高度相關性，

則是有不同的看法與意見。然而這並不表示權力轉移理論就是刻意和現實主

義、新現實主義與結構主義劃分彼此的差異，相反的權力轉移理論並不排斥

這三個學派的若干論點與假設，只是權力轉移理論將這三個學派所疏忽與較

不重視的面向提升到重要的位置，經濟面向隨著全球化時代的來臨，其重要

性已經無法透過傳統權力結構觀點來處理此一議題，或是將其放在較不具影

響力的位置，如此可能會產生與現實世界脫離，無法精確掌握現實議題的脈

絡發展。  

因此，本文嘗試透過權力轉移理論，去解析雙邊關係的互動，除了在過

去所強調的政治議題面向上去分析外，再加上經濟議題的探討，進一步瞭解

影響雙邊關係的因素中，除了政治因素外，經濟因素扮演怎樣的角色，期待

經由這樣的處理取得一個平衡的觀點與看法。  

最早提出權力轉移理論觀點的是 A.F.K. Organski 在 1958 所著的《世界

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所提出來的，他利用各學科，如經濟學、社會

學、心理學與歷史學等學科概念，去研究國家建立時的政治發展過程，同時

探討了國家成長（national growth）與國家之間權力分配的關係以及強國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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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strong and weak nations）的互動關係（Organski, 1958）。在 1968 年第二

版則擴充了核子時代的部分（Organski, 1968）。  

接著在 1980 年 Organski 與 Kugler 所著的《戰爭總帳（The War Ledger）》

對於權力轉移理論進行了基本驗證。在該書中試著去回答一些問題：為什麼

戰爭會開始？戰爭中的勝利或失敗說明了什麼意義？勝利或失敗如何影響戰

鬥行為者的復原（recovery of the combatant）？以及控制國家間發生衝突時

的行為準則在核子時代來臨後還是否有效？兩位作者認為國際體系中發生衝

突 的 原 因 關 鍵 在 於 兩 個 在 體 系 內 最 有 權 力 的 國 家 （ 即 支 配 國 家 （ dominant 

nation）與挑戰者（challenger））由於發展速度不一致，產生衝突而對該體

系造成不穩定，而加速了戰爭的發生。同時在戰爭中勝利或失敗取決於政治

體 系 動 員 資 源 的 能 力 ， 因 此 為 有 效 評 估 一 個 國 家 的 社 會 經 濟 資 產

（socioeconomic assets），作者也發展出一連串指標作為評估政治體系能力

的工具（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接著在 1996 年Kugler和Lemke所編的《均勢與戰爭》一書中，則是對於

研究權力轉移理論的進一步延伸、擴展與應用（Kugler and Lemke, 1996）。

但隨後一些學者開始對於權力轉移理論中國力增長到底會使國家滿意或不滿

意現況，進而是否會導致戰爭，展開爭論，有學者認為國力增長會使兩個國

家產生衝突甚至發生戰爭，但也有學者提出數據論證，認為國家國力增長與

國家滿意或不滿意現況其實沒有統計上的相關性，歷史上蘇聯、德國與日本

在國力增長時，卻都對現況不滿意而發動戰爭，因此，國力增長是否就會使

國家處於滿意或不滿意的情況並不一定。
3

在 2000 年由 Tammen 等所編的《權力轉移：二十一世紀的戰略（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則是將權力轉移理論的

理論基礎、實際應用做一更有條理的陳述與綜整，而本文則是以本書的理論

                                                        
3. 相關論點請參閱de Soysa et al. (1997a: 509-528); Lemke and Reed (1997: 511-516); de Soysa et al. 

(1997b:517-520); Chan (2004: 20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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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作為分析個案的探討依據與分析變項（Tammen et al., 2000）。  

在該書中認為權力轉移理論的三個要項分別是：結構、動態與政策。  

首先在結構方面：權力轉移理論所探討的結構面向中，認為其可以說明

權力本質、國家間的相互權力關係以及國家和國際體系之間的特性。其描述

一個權力階層體系（a hierarchical system）。所有的國家都認知到這個階層體

系的存在及在其中權力的相對分配情形。在這個階層體系中權力的分配不是

平 均 的 ， 而 是 集 中 在 少 數 幾 個 國 家 手 中 。 具 主 導 地 位 的 超 級 強 權 國 家

（dominant nation）位於整個階層體系的頂端，這個國家掌控了體系內最多資

源。但這個國家雖然是超級強權國家但並非一定是霸權國家（hegemony），

他無法單獨控制其他強權國家的行動，他是以「強於潛在對手的權力優勢」

及「有利於其結盟國和滿足結盟國家期望的原則下，管理國際權力體系」方

式，來保持其地位。強權國家（Great Power）則位於超級強權之下，每個強

權國家在權力的領導之上，均佔有重要的地位，在多數情況中，他們的角色

是協助資源分配和幫助維持國際體系。在強權國家中，偶爾可見到不全然接

受超級強權掌控的國家。有時會有潛在的挑戰者浮現出來，而所謂的挑戰者

是指其國力達到超級強權國家國力的百分之八十或以上而言（Tammen et al., 

2000: 5-7）。  

而我們如果將這樣一個理論性陳述放置在現實國際環境脈絡中，我們不

難觀察到在現今的國際體系中，美國是目前全球唯一符合這樣論述的「超級

強權國家」（Wilkinson, 1999: 141-172; Wohlforth, 1999: 5-41、5; 張蘊嶺編，

2001），
4 其不論是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社會等面向的發展都是優

於其他國家，其所掌握的資源，也可說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美國卻無法單獨

控制其他國家的行動，她常常必須透過滿足其結盟國家的某些需求來達到所

欲的目標與管理國際體系。而強權國家，如中國、法國、俄羅斯、德國、英

                                                        
4. 雖然許多學者對於現在國際體系是否為由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有不同的看法，但多數學者均認為美國是後

冷戰時期唯一的超級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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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等國，也會有和美國唱反調的行為發生，
5
 而產生權力轉移理論中所論述

的有些強權國家不見得全然接受超級強權國家的控制。至於理論中提到有時

會有潛在的挑戰者浮現出來，就現今全球發展態勢與美國本身觀點來說，中

國在本身發展條件與自我角色定位，使其有可能成為美國在國際體系中潛在

挑戰者。
6

此外，權力轉移理論在結構中也提到，認為各國對於全球或區域權力層

級內規則的滿意程度，決定了戰爭或和平。在均勢（parity）的結構條件下最

有可能發生戰爭或衝突，而企圖提升國家在權力結構底下地位的想法會產生

國家間的衝突對立。對於現況不滿意的國家大多數會去挑戰現有結構，但在

強權國家階層則較少發生彼此衝突現象，因為這些國家大多數均滿意並支持

國際體系的現行規則。反而，這些滿意現況國家會尋求共同解決方案來提升

他們的經濟與安全利益。（Tammen et al., 2000: 9）。雖然關於國際間發生衝

突或戰爭取決於體系內國家對於層級內規則滿意程度，
7
 但是均勢（parity）

的結構情況下是否最有可能發生戰爭或衝突，企圖提升國家在權力結構底下

地位的想法是否會產生國家間衝突對立，在學者間已經引起廣泛討論。
8

但本文認為這些不同看法提供了吾人在觀察國際體系成員間互動時的重

                                                        
5. 如在美國攻打伊拉克此事上，法國和德國就和美國採取完全相反的立場，甚至處處和美國唱反調，而中國

也對於美國攻打伊拉克表示反對的立場。 

6. 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他所奉行的獨立自主的外交政策，都使得中國在經濟上所獲得的發展成就可以支

撐他在外交有更大的迴旋空間與發言權。而美國許多人士將中國視為戰略競爭者，也相當程度上反映出了這

樣的看法。 

7. 在權力轉移理論中對於一個國家是滿意或不滿意的判讀標準，並沒有建構出一套量化的標準，以作為判定

該國家是滿意或不滿意，但其透過國家行為的觀察來作為瞭解該國家的依據。通常對於滿意現況的國家，其

彼此之間發生衝突，通常是以談判協商解決紛爭，不會讓影響合作的行為持續發生。但當有一方為不滿意現

況的國家，則通常雙方彼此很少合作，發生衝突時，則可能會發生對抗式的競爭，甚至發生戰爭。而這些滿

意或不滿意的觀察，因此都必須透過這些國家的一系列行為來做出多面向與多層次的觀察進而得出較令人滿

意的結果。 

8. 對於均勢國家間是否就一定會發生衝突或是滿意於現況，學者們有著不同的意見，而相關看法在前言部分

已經有所說明，也可參閱de Soysa et al. (1997a: 509-528); Lemke and Reed (1997: 511-516); de Soysa et al. 

(1997b:51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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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考面向與觀察重點，以本文研究個案中的兩個行為主體來說，探討中共

與美國對於現行國際體系究竟是滿意或是不滿意，進而瞭解其彼此間發生衝

突甚至是戰爭的可能性之有無與程度，是本文重點之一，其可以使吾人更加

具體說明兩國關係的動態性變化，進而達到研究上的目的，去論證在現在的

國際體系結構下，中國與美國雙方對於本身國際現狀是滿意還是不滿意，雙

方是否有發生衝突的可能。  

如果我們對照現今中美兩國彼此在相關國際事務上的態度與行為，似乎

是符合權力轉移理論中關於強權國家的描述。也因此在此一變項上，權力轉

移理論是適用於本研究的。由以上我們可以得知，在權力轉移理論要項中對

於結構的論述，是符合目前國際體系的現況。  

其次，在動態方面：權力轉移理論認為對權力的衡量是動態性的，國家

權力變化構成在探討國際關係互動時的動態因素，因為國家權力消長影響了

該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變化，透過對於權力的評估，可以對該國家在國

際體系地位變化有著更準確與符合實際的掌握。對於權力的評估，權力轉移

理論提出一個國家的權力是由人口、生產力和相對政治力三者所構成的。
9

此三個關鍵因素可衡量權力的大小，每一個因素對權力有不同的影響時

期。人口數量在短期內是比較固定且難以快速改變，但他卻是成為強權國家

或超強國家的必要條件。一個國家的權力發展潛力，最終還是決定於人口多

                                                        
9. 關於如何評估一個國家的綜合國力，有許多學者進行探討，但是並未對於評估指標得出一個共識，主要的

阻礙是因為並沒有一個一致性的途徑去測量一個國家的國力。在權力轉移理論中Organski與Kugler使用GNP

來作為評估的標準，但是這樣的一個標準並不為後來的研究所完全同意，Soya、Omreal與Park三人就使用戰

爭相關性指標（COW, Correlates of War composite index）與GDP來作為衡量標準，而Chan認為除了在使用一

般硬權力（hard-power）的衡量指標（CINC, Composo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外－其包括了六項：總

人口、城市人口、軍隊數量、軍事支出、鋼鐵產量與能源消耗等指標，也應該將軟權力的指標—包括了外國

學生的數量、旅遊人數、科學專利、收音機、電視、電腦與電話的使用量等指標，放入到評估標準之中，如

此才能更真實的得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力，則極易產生偏差。對於不同權力的評估與討論，請參閱de Soysa et 

al. (1997a: 509-528);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Nye (1990); Chan (2005: 68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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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Tammen et al., 2000: 18-20）。
10

 經濟成長的改變則較迅速，對於權力的

影響是中期的。他代表著一個國家可用資源的多寡，來支持其政策目標。而

相對政治力是可以在短期內高度運作並對國家力量造成影響。政治能力是指

政府為達成政策目標而從其人口中獲取資源的能力，一旦經濟成長開始後，

政治能力的改變可以促使經濟快速發展（Tammen et al., 2000: 15-16）。  

因此，此三變項決定了權力的大小，不同組合決定了不同結果。以中共

來說，早期由於經濟狀況不佳，縱使中共具有優秀的政治能力，可以高度動

員與擷取資源，但仍然無法使其權力大幅躍升，但是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快

速成長，再配合上政治能力與人口，中共的權力快速而大幅上升，受到全世

界注目，而中共在許多國際事務上也開始扮演重要角色。由此觀之，藉由對

於這三個要素的觀察可以讓我們精確掌握整個權力變化的情形。在觀察中美

關係時，可以更貼近實際狀況，而做出正確的評估。
11

第三，在政策方面：在對於結構與動態有了真實的認知後，權力轉移理

論認為皆下來就是要處理重要的政策議題。針對以上兩者的正確評估後，即

開始對於個別政策議題，做出合理的解釋與說明。而這也是本文主要目的，

希 望 對 於 中 美 兩 國 彼 此 對 於 結 構 認 知 做 出 正 確 描 述 以 及 雙 方 權 力 變 化 與 消

長，進而來討論關於人民幣匯率政策此特定議題上，雙方對於該議題的認知、

                                                        
10. 就權力轉移理論的觀點，其認為成熟的以開發國家有穩定的人口數，國內人口無法在大量成長，也因此像

英國、法國與德國已經不可能個別挑戰全球階層體系具支配地位的國家，儘管他們的經濟生產力高，但其人

口數量卻不足以和美國、中國、印度等國家相競爭，而其唯一的選擇是透過外來移民。美國國力可以維持頂

峰，其實有一部份原因是美國一直接受著大量的外來移民進入美國社會，這也彌補了美國人口上的緩慢成長

所可能造成對美國國力的傷害。 

11. 如何正確評估一個國家的權力，學者有許多不同的看法與意見，Singer et al. (1972) 提出了一種所謂國家

能力複合指標（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city, CINC），以總人口、軍隊人口、軍事支出、鋼鐵產量、

能源消耗六大指標作為衡量一個國家的權力的依據。但學者Chan卻認為假如透過這種方式去衡量一個國家，

會使一個國家真正的權力現況失真，因為其強調傳統人口統計數量的計算方法，賦予了不適當的權值，忽略

了軟權力的影響，如國民素質、科技水準、資訊科技的使用等。因此，Chan認為除了硬權力指標之外，尚必

須加上軟權力指標，才能更符合現況。詳細內容請參閱Singer et al. (1972:19-48); Singer (1987: 115-132); Chan 

(2005: 68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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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與可能作為為何，進而希望去推論出經濟性議題對於中美關係的影響為

何？藉此得出本文結論。  

根 據 以 上 的 論 述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權 力 轉 移 理 論 是 可 以 適 用 於 本 文 的 研

究，同時可以得出有意義的結果。而就中共與美國雙邊關係來說，我們必須

將其置於整個國際體系來觀察，從國際權力結構中去分析中共與美國的雙邊

互動，同時，權力轉移理論的分析架構，使我們在看待中美關係的同時，有

著學理的依據，而不會只是流於歷史性的評述而已。  

根據權力轉移理論的三個要素，我們將從兩方面：兩國客觀事實－包括

總體國力、國際現實環境為何？與自我主觀認知－包括國內與國際認知、因

素，來探討中國與美國對於國際結構的認知為何，中國與美國如何評估對方？

這樣的評估在針對人民幣議題所做出的反應與政策為何？兩國在此一議題上

呈 現 出 怎 樣 的 動 態 性 互 動 ？ 藉 此 來 瞭 解 在 權 力 轉 移 理 論 的 研 究 架 構 與 途 徑

下，人民幣匯率問題對於中美關係的意涵為何？  

三、美國對國際結構的認知與對中國的評估： 
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激盪 

根據權力轉移理論觀點，在現有國際結構底下，超級強權國家一般來說

是屬於滿意現況的國家。也就是在整個權力階層內，位於金字塔頂端國家（超

級強權國家）其掌握了大多財富與享受繁榮，同時制定了體系內相關規則與

掌握國際系統中大多數權力，所以就定義而言，超級強權國家必定滿意於現

況，其為現況的捍衛者（Tammen et al., 2000: 9-10）。因此，我們對於現階

段美國對於國際體系認知的假設是：美國對於現有國際結構是感到滿意的。  

在對於國際結構是處於滿意的假設下，美國對於現行國際體系的態度與

認知是建構在本身綜合國力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對於美國是現今國際體系

唯一超級強權，思考如何在此一獨強的環境下建立起符合美國國家利益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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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體系與外交政策，成為美國外交關係的重點，面對所有可能潛在威脅與傷

害美國國家利益的事件，如何利用美國本身現有國力，去預防或解決，以持

續美國在全球的獨強地位，是其對外政策的要項。也因此面對中國崛起，乃

至人民幣匯率問題，就必須以宏觀的整體視野來分析美國的態度跟立場，方

能得到完整圖像。  

美國對於現行國際體系結構的認知是什麼？而在這樣的認知下所採取的

全球戰略為何？並且在此戰略下所隱含的美國國家利益為何？在此國家利益

下，他對於亞太地區採取怎樣的立場與看法，認為應該在亞太地區採行何種

政策與手段來維護美國國家利益？進一步在亞太戰略下，美國應該採取何種

中國政策，如何處理中美關係，以促進美國最大的國家利益。進而瞭解在經

濟議題上－人民幣個案上，美國採取怎樣的政策反應。這是我們在探討美國

對於國際體系結構認知時所必須要去瞭解的結構邏輯。此外，我們亦必須瞭

解美國怎麼看待中國動態性的變化與發展。  

所以美國對於國際體系結構的認知與願望在主觀上，她必須先對於本身

國家利益做出定義，在此國家利益下去建構出一個符合美國國家利益的國際

體系結構。當然除了美國主觀的認知之外，國際體系客觀的發展，也會影響

美國對於國際體系主觀願望與認知。因此主觀願望與客觀環境的變化，成為

我們在瞭解美國對於國際體系認知所必須要考量的重點。  

(一) 美國的國家利益－主觀認知 

美國對於其國家利益的主觀認知為何？影響著其外交政策作為取向。我

們可以透過美國政府公布的重要文件、相關智庫所發表的文獻來瞭解。首先、

美國政府在 1995 年提出了美國對於「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戰略報告」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East Asia-Pacific Region）是整個亞太

戰 略 的 主 軸 思 想 ， 在 該 報 告 中 提 出 了 「 交 往 」 （ engagement） 與 「 擴 大 」

（enlargement）做為亞太戰略的中心思想，希望提昇國內外經濟繁榮、推廣

全球民主政治及強化安全機制三大目標，以維護美國國家利益。同時以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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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防力量、海外軍力展現與備戰來有效強化安全，加深與友邦國家的關係，

擊敗或嚇阻各區域中恐怖主義或侵略者，以支持美國經濟的再生與在海外提

倡民主，進一步促成國家安全（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1998）。  

另外，在 1998 年白宮依法向國會提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略報告 :新世

紀的國家安全戰略」（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中也提

出，美國國家安全戰略之整體目標在「加強民主與自由市場的力量」與「為

二十一世紀的安全與繁榮奠定基礎」（Clinton, 1998: iii）。而其國家利益優

先順序在該報告指出，美國國家利益可以分為三類：第一類是必需利益（vital 

interests），包含對於美國國家生存、安全與發展具有最優先重要性的利益。

包括了國土安全、人民安全、經濟福祉與重要基礎設施的保護。第二類是重

要國家利益（ important national interest），包括了不會影響美國國家生存，

但 會 影 響 美 國 國 家 福 祉 與 世 界 特 性 的 事 物 （ national well-being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ld）。第三類是人道主義與其他利益（humanitarian and other 

interests）（Clinton, 1998）。  

另外，由蘭德公司、尼克森中心、哈佛大學貝爾佛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等美國重量級智庫組織

下，邀請美國前任官員與國會議員所組成的一個跨黨派小組美國國家利益委

員會（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於 2000 年 7 月所發表

的《美國國家利益》（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報告中，則更清楚且具體

的點出後冷戰時期美國國家利益之所在，而其優先位階順序根據地域與所關

注的議題，可以區分為四級，即「命脈利益」（vital）、「極重要利益」（extremely 

important）、「重要利益」（ important）與「次要利益」（ less important or 

secondary）。  

首先，在命脈利益上是指保護與促進美國人民在一個自由與安全的國家

生存與發展。其次，極重要利益上是指那些會嚴重傷害美國政府去保護與促

進美國人民在一個安全與自由的國家下生存與發展能力的利益。第三、重要

利益是指對於美國政府去保護與促進美國人民在一個安全與自由的國家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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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發展能力有負面影響的事務。第四、次要利益是指對於美國政府去保護

與促進美國人民在一個安全與自由的國家下生存與發展能力有間接影響的事

務。在探討東亞地區時，該報告將以下幾點視為美國在本區域的「命脈利益」：

1. 建立與東亞地區主要潛在戰略對手中國之建設性關係。2. 確保南韓與日本

保持自由與獨立。而美國在本區的「極重要利益」為：1. 保持台灣海峽與朝

鮮 半 島 的 和 平 。 2. 建 促 使 中 國 與 日 本 在 合 乎 美 國 利 益 下 達 成 長 久和緩關係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2000: 13-26）。  

從以上美國行政部門到重要智庫對於美國國家利益的定義，我們可以歸

納出：美國的國家利益，就是在國內與國際舞台上展現美國的價值觀。國家

利益的目的包含：創造與保持一個有利於美國可以和平追求其價值觀的國際

環境，隨之而來的是利益本質、民主發展及制度開放。這些利益主要是受到

美國價值觀的影響，包括了對於天然與人為災難的救助、人權議題、民主、

穩定發展、軍隊國家化等議題的關注。  

因此，美國對於整個國際體系結構的主觀認知與定位是：建構出一個和

美國價值觀—民主、自由與人權，相符的國際體系，而這個國際體系是確保

美國國家生存與發展。透過美國本身國力的延伸，去採取任何有利於美國國

家利益的方法與手段，建構符合美國國家安全與利益之國際體系。而如何維

持與建構一個這樣的國際體系，除了與過去盟國持續保持密切關係之外，對

於可能潛在對手，則期待透過美國本身國力與優勢，去影響這些國家，使其

扮演建設性角色。  

(二) 國際客觀環境下的中國政策 

另一方面，除了美國主觀願望外，客觀環境對美國主觀願望的制約，也

是我們必須瞭解的重點。在現實客觀環境下，美國所面臨的國際環境是一個

一超多強的格局，就是雖然美國現在是全球唯一超級強權，其國力遠勝於世

界其他國家，但是這並不意味著美國可以單獨為所欲為，她在許多國際事務

上仍然必須仰賴其他強權國家的合作與配合，方能達到其所欲目標，如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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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一個其他強權國家所滿意的環境，同時又不會違反美國國家利益的情況

下並達到美國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  

因此，在這樣的大方向與架構下，美國在具體對中國政策的形成面向中，

所面對的國內外客觀環境為何，如何評估中國，這對於美國外交政策形成過

程中，產生怎樣的影響？是我們要瞭解的重點。此外，內政與外交以及國家

安 全 與 國 內 政 策 的 關 連 性 也 是 我 們 在 探 討 美 國 的 中 國 政 策 時 必 須 關 注 的 面

向，也就是美國國內經濟會影響其國家安全政策，因而使國內之利益及政策

問題出現在國際安全的場合（Sarkesian, 1995: 5）。這樣的特性也造成了美國

與其他國家產生貿易上的衝突。  

所以在美國全球戰略思維下，面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必須客觀評估中國

崛起現象，同時配合主軸做出不同的應對與改變，而這也成為每一任總統的

重要工作。  

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美國政府的認知評估是：中國是一個

龐大的國家，擁有眾多人口、經濟上不斷快速發展、雙邊貿易不斷加強、軍

事上是一個區域強權、國際政治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許多國際事務上

中國具有重大影響力（例如對北韓、恐怖主義）（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6）。在這樣對中國的認知與評估下所產生之中國形象，配合外在客觀環

境變化，形塑了美國的中國政策。  

因而，在柯林頓政府時期，當時美國所面對的國內狀況是國內經濟已經

陷入長期衰退，復甦美國經濟成為柯林頓上任施政的首要目標，
12

 因此，柯

林 頓 政 府 當 時 的 外 交 政 策 是 以 經 濟 政 策 為 核 心 （ Lampton, 1994: 597; 

Christopher, 1993a; Christopher, 1993b; Christopher, 1994; Larson, 1997）。經

濟政策的背後意涵是要促進美國的繁榮與發展。所以柯林頓政府在面對亞洲

巨 人 —中 國 ， 其 中 國 政 策 包 含 了 四 個 面 向 ： 1. 對於人權的關注將透過對話

                                                        
12. 柯林頓在競選期間，就曾以一句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來諷刺對手老布希總統對於美國經濟

的無能，也告訴美國民眾，柯林頓將以恢復美國過去經濟的繁榮作為他的主要施政目標，後來事實證明，柯

林頓主政時期，是美國歷史上少數經濟有如此優異表現的時代。也可以看出柯林頓的施政重點在美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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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而不是公開對抗的方式來關注。2. 與北京的對話將會更加強調雙

方共同利益。3. 和中國的戰略性對話（strategic dialogue）意味著雙方共同安

全利益的提升（elevation of security interests）。4. 雙邊高層（summit-level 

visits）的互訪（Lampton, 1997: 1109）。  

也 因 此 柯 林 頓 政 府 在 1994 年 將 最 惠 國 待 遇 和 中 共 人 權 問 題 脫 勾

（Lampton, 1994: 597-621），同時將與中共的關係定位為建設性戰略伙伴關

係，且兩國高層展開密集互訪，在八個月內柯林頓與江澤民舉行兩次高峰會，

他是第一位民主黨總統訪問中國大陸，也是冷戰結束後第一位訪問大陸的美

國總統，甚至發生了柯林頓到中國大陸訪問，但卻沒有順道訪問美國在亞太

地區重要的盟邦－日本與韓國（林正義，2002: 12）。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在柯林頓政府時期，當時美國的亞太政策是相當對中

國傾斜的，不僅將過去美國一直以來將人權與貿易掛勾政策脫勾，同時擱置

彼此爭議，將雙方關係進一步大幅提昇，以求取雙方共同利益極大化，同時

還因此冷落了美國過去在亞太地區的重要伙伴。  

會有這樣的發展，完全是從美國國家利益出發，在復甦美國經濟以維持

美國繁榮與強大的主要目標下，面對目前世界最龐大的市場以及中國不斷強

大的客觀事實下，柯林頓政府採取的交往策略。事實證明柯林頓政府這樣的

策略對於美國經濟繁榮發展是成功的，也成就了美國開國史上經濟最為輝煌

的時期。  

但到了小布希總統上台，其開始將美國亞太戰略的主軸由柯林頓時期向

中國傾斜，轉向「聯友制『中』」，將中共視為潛在對手，而不是一個戰略

伙 伴 ， 對 於 中 共 是 「 既 制 衡 又 交 往 」 ， 也 是 所 謂 的 「 圍 堵 交 往 策 略 」

（congagement）。會有這樣的轉變，根據國內學者吳玉山與美國學者David M. 

Lampton的看法是因為小布希政府和前任政府分屬不同政黨，為了區別與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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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不同，勢必要做出的區隔（吳玉山，2004; 藍普頓，2003: 450）。
13

但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改變了小布希政府的戰略思維，美國本土第一次

遭受這樣重大的打擊，意味著美國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的重大威脅來源，有

了重大變化，恐怖主義成為最直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來源，對美國國家利

益 來 說 ， 恐 怖 主 義 已 經 威 脅 到 了 美 國 國 家 利 益 中 第 一 級 必 需 利 益 （ vital 

interests），於是小布希政府的外交重心改變為打擊恐怖主義，美國的亞太戰

略作了局部調整，為了因應這樣的調整，美國開始著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王

高成，2002：75-94）。  

小布希開始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並歡迎中國成為一個穩定、繁榮與周

遭和平相處的國家，美國將成為中國大陸的貿易伙伴。
14

 這也代表了小布希

政府肯定中國在亞太地區及國際事務上的重要角色，同時表達出無意與之為

敵，而是期待其能夠成為一個穩定而繁榮的國家的想法。美國將繼續進行經

貿交流，並與中共發展成為「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但這並非認定中美關係完全一致，而是認為雙方有衝突的地方，但也有

一致的面向，九一一攻擊事件使得雙方衝突的地方得到暫時的淡化，如何彼

此在有共同利益的部分進行合作，例如反恐行動、區域穩定與經貿交流（王

高成，2002: 95-96），成為美國思考的重點。  

所以美國在面對中共的雙邊戰略，柯林頓時期的政策是以交往為主，以

達到遏止的目的，認為交往並非姑息，而是可以達到自然遏止的功能。而小

布希的中國政策基本上就是在交往與遏止之間作一平行的思考，在經濟文化

上交往，促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但是在軍事政治上遏制中共霸權的興起（張

亞中，2002: 16）。  

                                                        
13. 當政的美國總統或他同黨的總統候選人一定會為現行的現實主義中國政策辯護，而挑戰者一定會站在理想

主義的立場來質疑前者的態度。小布希就是處於這種態勢。小布希和高爾在競選時，高爾作為現任的副總統

當然不會大肆抨擊柯林頓的中國政策，而小布希當然會把美國和中共的所謂戰略夥伴關係拿來奚落一番。在

對台軍售上，小布希也一定會比高爾積極（吳玉山，2004）。David M. Lampton則提出小布希上台時希望與

柯林頓分開來，展現出和柯林頓不同之處，即所謂的ABC（anything but Clinton）（藍普頓，2003）。 

14. 此為小布希在日本國會演講的片段（Bush, 2002），轉引自王高成（2002：95）。 

 



86 東吳政治學報/2006/第二十四期 

在美國本身認知中，冷戰時代的結束，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超強，目

前的國際體系主要是根據其想法與意願所建構起來的，而國際上其他強權國

家中，在美國內部認知裡最有可能成為美國未來挑戰對手候選人中國一直在

名單中，
15

 也因此美國在面對這個日漸強大的潛在競爭者時，所思考的就是

如何防止中國成為挑戰美國國家利益的對手。  

很顯然的在美國的認知中（起碼在柯林頓與小布希政府的認知），是將

中國的經濟發展視為對於中國未來內部穩定、促進政治上轉變以及美國本身

經濟的發展做正面性連結，認為只要中國經濟朝向自由市場經濟發展，不管

對於中國內部或是對於美國經濟發展，都是有正面性作用。  

相反的，對於中國在軍事與政治上，美國則相對是採取較負面性的角度

來看待中國，認為中國軍事力量與政治力量在經濟發展的支撐下逐漸成長，

這將會影響到美國的地位。因此對於中國在政治與軍事面向上，採取預防性

策略，要求中共在人權與國內政治議題上採取與西方國家相同標準，對於輸

出給中共的軍事科技，給予相當程度限制。但是在經濟事務上則是以積極交

往態度與打開中國大陸市場，將其導入世界貿易體系之中，藉此對於中國大

陸進行政治體制上的質變的策略。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對美國的戰略思維產生重大影響，美國意識到面對恐

怖主義這個非傳統上的敵人，只有尋求國際合作，才有可能維護美國國家利

益。而中國是其中不可或缺的一環，在這些國際事務上的合作無法摒除中國。

因此，美國對於中共的作為是建構一個可以既滿足於中共目前積極發展經濟

的體系與環境，以取得中國在政治與軍事事務上合作與正面性的貢獻，同時

又可以推展美國的價值觀。
16

當然這些作為並不意味著美國已經將中國完全視為朋友或盟國，其在許

                                                        
15. 中國威脅論為何會在美國引起這麼大的討論，有這麼多人支持這樣的觀點，甚至中國威脅論的提出等，這

些其實是可以反映出美國對於未來可能挑戰其國際超強地位假想敵中第一個可能性是以中國最為可能的心理

層面的認知。 

16. 中國當然也願意在這樣的一個結構體系下，在某些國際政治與軍事事務上與美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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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觀點、想法與事務上與中共的想法、觀點仍然是相互衝突，美國對於中國

是採取既合作又競爭的外交政策。在許多觀點相異的事務上並不採取直接與

中國衝突的方式解決，例如在人民幣匯率議題上，雖然美國在口頭上指責中

國操縱匯率獲取不當利益，而中國則回應美國展現霸權主義，干涉中國主權

與內政，但在今年（2006 年）五月美國財政部提交國會關於《國際經濟與匯

率政策報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es），卻仍舊沒有將中共列入匯率操縱國名單當中，而是表示將會

繼續督促中國對於人民幣匯率做出更大彈性（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2005）。而中國當然經過內部考量下，也做出正面回應，
17

 在去年（2005）

7 月 21 日讓人民幣開始浮動，放棄實施十幾年的固定匯率制度。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美國對於國際體系是滿意的，並朝

建構一個更符合美國國家利益的國際結構努力。但在主觀願望下，客觀評估

事實與國際環境，在面對中國這個崛起的強權，美國藉由透過將中國融入國

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促使中國在美國建構的國際體系下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四、中國對國際體系的認知與對美國的評估： 
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激盪 

中國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是滿意還是不滿意，我們必須透過評估中國主

觀認知與國際客觀事實之間的落差來瞭解：  

（一）中國對於國際體系的主觀認知 

中國本身對國際體系主觀的認知，我們可以從中共本身所自創的國際關

係理論來認識，因為這些理論常指導著其外交政策制訂，如在五○年代所提

出的兩極陣營理論（ the theory of two camps）、六○年代的反帝國主義、修

                                                        
17. 中國內部考量將於下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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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the theory of opposing imperialism, revisionism and 

reactionaries）、七○年代的三級世界論（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ree worlds）、

八○年代的和平與發展（peace and development）與九○年代的世界多極本質

與建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必要性（ the multi-polar nature of the world and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在不同年代的指導方針

下，也顯現出中共每一時期不同的外交政策取向（Wang, 2000: 478）。  

中國宣稱其外交政策為：  

「中國堅持奉行獨立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

上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

旗幟，繼續推動世界多極化，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

促進經濟全球化朝著有利於各國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積極倡導多邊

主義和樹立以互信、互利、平等、協作為主要內容的新安全觀，反對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一切形式的恐怖主義，推動國際秩序朝更

加公正合理的方向發展。中國將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互利合作，維護

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利益。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加強與

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深化區域合作。進一步發展同發達國家的

關係，努力尋求和擴大共同利益的匯合點，妥善處理分歧。中國將積

極參與多邊外交，維護和加強聯合國及其安理會的權威和主導作用，

努力在國際和地區組織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2006）」  

這樣的外交政策反映出了中國對外關係的五項特點：1. 奉行獨立自主的

原則。2. 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3. 希望積極推動建立公正合理的國

際政治經濟新秩序。4. 尊重世界的多樣性。5. 期待在相互尊重主權與領土完

整、互不侵犯、互不干涉內政、平等互利、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之上，

和所有國家建立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楊洁勉，2000: 70-71）。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所期望的國際社會秩序是一個穩定、多元與相互

尊重彼此差異性的和平國際環境。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共產政治體制常受到西

方 國 家 的 批 評 ， 另 一 方 面 是 中 共 的 施 政 主 要 目 標 從 鄧 小 平 實 施 改 革 開 放 以

來，就是讓經濟持續發展，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正是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

境。為避免中共政治體制所招致西方國家的批評影響到中共發展，所以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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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上提出國際關係民主化與發展模式多樣化的訴求，以化解外部對於其

政治體制所施加的壓力。  

此外，中共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中除了新現實主義外，還必須加上三個

主要因素：1. 中共的歷史經驗、2. 內部政治發展、3. 一黨政治體制。才能

完整的去描繪出整個圖像（Roy, 1998: 6-35、63-76）。也就是說中共領導人

雖然已經更為接受現代國際關係中的規範，但是同時中共領導人卻也仍然堅

持一些傳統規範與價值，並將其置入在外交決策過程中，例如主權觀念、領

土完整與國家利益。  

因此，中共對於國際關係的認知與概念化，仍然受到他本身價值觀、文

化以及在世界政治中對於他自身角色的認知所影響（Hu, 2002: 2-3）。中國 2004

年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和任務是：制止分裂，促

進統一，防備和抵抗侵略，捍衛國家主權、領土完整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

發展利益，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不斷增強綜合國力，同

時奉行獨立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信、互利、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

爭取較長時期的良好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4）。  

所以，中共參與國際多邊機制是建立在保留國家主權完整並且堅持政策

彈性之上（Wang, 2000: 484）。一旦對於中國主權有所傷害的任何事件發生，

中共就會有強烈的反應，而在人民幣匯率政策上，中共一再宣稱這是屬於中

國本身的事務，中國要按照自己本身步調來處理人民幣匯率問題（王茂臻，

2003；童振源，2004：46），
18

 其實就是相當程度上受到這種主權至上的觀

念影響，所產生出來的結果。  

隨著時代演進，在高度互賴的世界裡，中共決策者也體認到採取國際合

作的方式是達成中國國家發展與光榮目標最好方法（Wang, 2000: 490-491），

                                                        
18. 在 2003 年 7 月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上，中國商務部部長呂福源強調，中國自身經濟情勢是中國決定

人民幣匯率的首要考量，其他國家的建議與關心只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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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安全觀也已轉變成為綜合性安全觀，從傳統的國土人口、物質安全擴

展到經濟、金融、環保、人民福祉等各個面向（楊洁勉，2000：80）。而這

樣的轉變反映出中國對國際體系認知的變化，從以往雙邊對抗改變為多邊合

作的態度。  

(二) 中國對美外交政策 

而在對美關係上因為受到上述思維影響，在不同時期呈現出不同的對美

關係。其所採取的對美外交政策，也就在這些不同的指導方針下，呈現出不

同的政策面貌。  

在現今中共的主客觀認知中，現在國際體系具有兩個特點：第一，他不

是一個典型的多級體系。今天國際秩序明顯帶有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色彩。

西方富國俱樂部，通過建立、領導與支配國際組織，整合、修正、統一與規

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達到按照他們的價值標準建立世界秩序的目的。所

以，當今國際體系帶有明顯的美國單極優勢色彩。第二，他也不是一個典型

的單級體系，在經濟、軍事上美國並不能對世界其他國家實現全面性的控制。

所以在客觀環境上中共認為，國際體系具有一超多強的特點，是一種次單極

與准多極體系。在這樣的國際體系中，美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嘉，2001: 

343-344）。  

而這樣的認知反映出這樣的國際體系，雖然並不為中共所滿意，但卻也

不是強烈的不滿意現況，也就是中國承認美國在許多方面是處於「一超」的

地位，但在某些事務上，「多強」的格局卻也不是美國可以為所欲為的，對

中國來說，這和其所追求世界多極化的目標方向上是相符的。也就是說，對

中國來說，現今國際體系是雖不滿意但可接受的。  

中 共 自 從 鄧 小 平 掌 權 後 ， 在 外 交 戰 略 思 維 上 就 明 顯 地 從 「 理 想 主 義 」

（ idealism）轉向「現實主義」（realism），從意識型態和民族主義轉向權力

平衡和和平共榮。也就是承認一超的國際體系，但往多強的格局努力。這個

趨勢在江澤民主政期間更加朝向此一發展方向前進，中共新領導人胡錦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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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上台後，也是積極營造國際合作氣氛，促進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和平

崛起」的形象，以建構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有利條件（林佳龍，2004: 211；

王勇，2004：89）。  

中共對於戰略環境的評估基本上是樂觀的，認為和平發展是大勢所趨，

一超多強的格局仍將繼續，經濟全球化會增進相互依存關係，國際體系行動

者將會趨向多元化。因此正如江澤民在中共十六大總結所言：  

「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各國人民

的福祉，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不可阻擋的歷史潮流。世界多極化

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來了機遇和有利條件。

新的世界大戰在可預見的時期內打不起來。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

和良好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我們主張順應歷史潮流，維護全人類的共

同利益。我們願與國際社會共同努力、積極促進世界多極化，推動多種力

量和諧並存，保持國際社會的穩定；積極促進經濟全球化朝著有利於實現

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趨利避害，使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從中受益。

要掌握這個戰略機運期，做到思想解放、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從而建構

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立互信、互利、平等與協作的新安全觀（江澤民，

2004）。」  

中美之間雖然存在許多矛盾，但基本上中共卻不認為兩國雙方會因此發

生嚴重衝突甚至是戰爭（許嘉，2001：351），
19

過去歷任領導人包括鄧小平、

江澤民都非常重視中美關係，主要是因為現在中共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與和

平的環境（許嘉，2001：352）。中國需要技術、資本、市場，也需要充分安

寧的國際環境（藍普頓，2003：xxvii）。在美國所建構下的國際環境中，和

平與穩定是符合中共的預期與希望的，因此對中共來說沒有打破這一體系的

需要，同時其本身也認知到尚不足以具有足夠的實力去挑戰美國的地位，因

此要一塊給五毛策略，是中美在面對經濟問題時，中共的因應之道。  

所以中共領導人充分認識到要發展現代化就必須處理好與美國關係，也因此

極力自我克制，不願與美國直接對抗，用中共的話說，鑑於中、美國力仍然

懸殊，中國在處理對美事務時必須隱忍，要鬥智、鬥勇、但不鬥氣，要進行

                                                        
19. 在中共的認知中，中美之間在未來最有可能出現矛盾與衝突的問題很可能是台灣問題與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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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理、有利、有節的鬥爭。建立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中共充分體認到為了

致力提升綜合國力和現代化，中國必須盡力維護好外部環境的穩定，尤其是

與 美 國 的 關 係 。 也 因 此 中 共 認 為 在 處 理 對 美 關 係 時 要 理 性 務 實 地 從 大 局 著

眼，長遠考量，避免受一時、一事影響（林佳龍，2004：220-236）。  

再加上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中共優先發展的目標，如何積極融入世界經濟

體系使用外國的資金、技術與市場去完成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國家的夢

想，是中國領導人的目標而這也是最快速與可行的方式。鄧小平對未來國際

環境的評估定調後，認為未來發生戰爭的可能性不高，和平發展才是未來世

界大勢的主流下，中共領導人便積極尋求維持一個有利中共發展經濟的國際

環境（Saunders, 2000: 55-58）。  

因此，這樣的發展目標也使得中共必須採取兩項必然性的策略：一是積

極參與國際經濟體系，其二是全方位的創造有利於外貿、投資與先進技術和

人才獲得以及降低攫取資源所導致軍事緊張的政治環境（Roy, 1998: 1-2）。

所以中國現在奉行的對美政策相當務實，認為如果美國不觸及中國核心國家

利益，中國也絕不會阻礙美國的利益，中國不會挑戰美國世界霸主地位，但

美國也不能無視於中國最核心、最根本的國家利益（林佳龍，2004: 240）。

雖然持續增加對美國經濟上的依賴使中共領導人感到不舒服，但是中共政權

的生存目前是建立在持續的快速經濟成長和低失業率上。因此中共領導人也

接受持續整合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需要，但其也在尋求可以達成最大獲益與最

小傷害的管理過程（Saunders, 2000: 80）。  

再加上，中國認為美國國力仍然遠在中國之上，在中國的認知裡，美國

是世界上最大國家，唯一的超級大國，兩國國力懸殊，尤其在經濟技術與質

量方面，雙方差距比經濟規模還要大。所以與美國避免正面的衝突，尋求合

作，成為中國對美關係的重要工作（楚樹龍，2001：146-150）。  

由此也不難理解即使中美關係摩擦不斷，但為何中國還是積極在對伊拉

克和北韓政策上要加強與美國的合作關係。  

因此，中國對美政策是：儘管中美之間固有的矛盾與分歧依舊存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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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但沒有必要與美國在結構性的分歧議題上進行激烈爭

奪，最有利於中國的是能夠找到合乎雙邊利益的匯聚點，拓展相互合作的空

間，以創造有利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並儘量排除意識型態與價值觀

念的差異對發展雙邊國際關係所帶來的干擾（羅致政，2003：48-49）。「穩

定壓倒一切」仍為北京領導人在處理內外關係時的一項重要指導原則與考量

（江澤民，2004），而中國這一期待與努力，是與華府現階段的國家利益十

分一致，也是雙方能求同存異、發展合作關係的根本基礎（羅致政，2003：

63）。  

因此，根據以上分析，中國對於國際環境的主觀願望是希望建構一個多

極且和平的國際體系，尊重國際上不同國家的差異性，彼此平等互惠、互不

干涉，藉此希望排除西方國家對中國內部事物的干涉，並在此和平的國際體

系下，發展本身經濟。但在國際客觀環境上，中國政治體制與內部社會狀況

常常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顯然與中國主觀願望是有所落差，但這樣的落差

雖引起中國不滿，但目前相對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環境，卻也對中國發展經濟

有所貢獻，因此中國對目前國際體系結構是「雖不滿意但可接受」，並不會

主動去挑戰現有國際秩序。  

在此之下，中國期待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求同存異的精神下對美國

建立起一個友好發展、健康穩定乃至建設性戰略伙伴關係（楚樹龍，2001：

155-174）。  

五、人民幣政策：中國 VS. 美國 

在經過上述美國對於國際體系結構的認知與對中國的動態評估以及中國

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與對美國的評估後，接下來我們就要進一步瞭解在這樣

的認知與評估的基礎上，中國與美國對於人民幣匯率議題分別採取怎樣的外

交作為，來顯示出人民幣在雙邊關係中的意涵為何？  

在權力轉移理論中，認為協商的態度反映出兩個談判對手國對現況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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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不滿意的程度（Tammen et al., 2000: 108）。因此，在中共與美國對於人

民幣匯率議題上，我們將進一步觀察雙方政府相關人員的談話與實際政策作

為，來評估雙方在人民幣政策對於雙邊關係上影響程度的認知為何。  

人民幣匯率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始於 2002 年 12 月 4 日日本副

財長黑田東彥在英國金融時報發表文章，其指稱中國等亞洲新興市場參與世

界貿易體系，對於已開發國家形成強有力的通貨緊縮壓力，主張為了消除全

球性通貨緊縮問題，除了日美歐進行政策協調外，還必須得到中國的合作，

提高人民幣匯率（Tougan and Masahiro, 2002；李明峻，2004）。2003 年日

本財長鹽川正十郎認為中國的通貨緊縮經出口擴散至台灣、香港甚至全球，

中國應該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掀起了國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序幕。

日本更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七國財長會議上向其他六國提案，

要 求 通 過 一 項 與 一 九 八 五 年 針 對 日 圓 的 廣 場 協 議 類 似 文 件 來 迫 使 人 民 幣 升

值。這項提案雖未獲得通過但使得西方各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力開始公開

化（王建偉，2004：98），包括日本、歐洲、美國、國際金融機構都不斷呼

籲中國對其匯率制度做出適當的調整以使其匯率更佳彈性（童振源，2005：

133-155）。  

由於在國際壓力下，中國大陸在 2005 年 7 月 21 日，由中國人民銀行 “出

其不意” 的宣佈實行以市場供求為基礎、參考一籃子貨幣進行調節、有管理

的浮動匯率制度。過去以來被視為 “天經地義” 的美元兌人民幣 1：8.2765

的比價從此顛覆（人民網，2005）。今年（2006 年）5 月 15 日一度人民幣正

式升破 1 美元兌換 8 元人民幣的心理關卡。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將分別分析美國與中國對於人民幣匯率的態度

與作為：  

(一) 美國政府的態度與作為 

美 國 對 於 人 民 幣 匯 率 的 外 交 作 為 是 受 到 國 內 外 因 素 互 動 結 果 的 考 量 影

響。也就是美國對於人民幣匯率的態度與意見，我們必須同時觀察國際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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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與國內政治因素的互動，才能獲得清楚認知。也就是美國國內經濟會影

響 其 國 家 安 全 政 策 ， 因 而 使 國 內 之 利 益 及 政 策 問 題 出 現 在 國 際 安 全 的 場 合

（Sarkesian, 1995: 5）。這樣的特性也造成了美國與其他國家產生貿易上的衝

突。因此，吾人無法予以忽略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在人民幣匯率問題上的重要

影響力。美國國會在人民幣議題上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並展現出相對於行

政部門強硬的態度。  

在人民幣匯率政策上，美國一直並沒有對於中國人民幣匯率政策發表過

嚴重關切。2001 年全球經濟衰退，通貨緊縮成為各國經濟成長的最大問題，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開始陷入衰退期，美國龐大的貿易赤字和高額財政赤

字風險開始凸顯，於是美國國內利益團體開始遊說要求美國放棄強勢美元政

策，通過美元貶值來提高美國產品競爭力，於是 2002 年 2 月開始，美元步入

貶值期（王偉旭、曾秋根，2004：41-58）。在此同時人民幣仍然盯住美元，

造成人民幣實質上的貶值，使得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更加便宜，讓中國出

口大幅快速增加，人民幣匯率開始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  

在此時中國產品也不斷大量被進口到美國，嚴重打擊美國國內製造業生

存，並且造成在中美貿易上，雙邊逆差不斷擴大，使的美國國內某些利益團

體，認為中美貿易逆差逐漸擴大，是因為中共採取人民幣釘住美元匯率所致，

此舉造成了中國搶走了美國人的工作，使得美國經濟狀況不佳。這些國內壓

力促使美國要求中國對於人民幣匯率做適度調整，但美國政府基本上並沒有

以很強硬的態度對中共施壓。直到 2003 年 6 月之前，儘管美國一些民間機構

和一些經濟分析家要求人民幣升值，但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一直保

持沈默的態度（王偉旭、曾秋根，2004：55）。  

而美國國會針對人民幣議題，則一直是採取非常強硬的態度，由三十位

參眾議員所組成的中國貨幣行動聯盟（Congressional China Currency Action 

Coalition）即針對人民幣議題向行政部門施壓並提出他們要求人民幣應該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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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升值的訴求。
20

 另外，美國國會議員Charles Schumer（民主黨）與Lindsey 

Graham（共和黨）更打算提案對中國貨物課徵 27.5％懲罰性關稅，以補償中

國藉由人為控制人民幣匯率所獲得的不當市場利益（EIU ViewsWire, 2005）。

此外，美國民間利益團體積極透過國會向行政部門施壓並表達對於中國操縱

人 民 幣 匯 率 ， 對 美 國 製 造 業 造 成 嚴 重 的 傷 害 。 例 如 ， 美 國 全 國 製 造 業 協 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the NAM）在國會的聽證會上就指出

中國貨幣嚴重低估造成了雙邊貿易的不平衡，並要求美國政府採取行動正視

中國貨幣過度低估的問題。
21

美國行政部門在今年（2006）依舊沒有將中國

列入操縱匯率國家名單更是引起國會議員強烈的批評（Alden, 2006）。密西

根州眾議員Sander Levin就表示：「布希政府作得太少並太遲，行政當局一直

錯失降低貿易赤字的機會。」另外，賓州共和黨眾議員Phil Englich表示：「行

政部門根本是把頭埋入沙裡，將推動立法，只要中國符合基本的匯率扭曲條

件，就可以加以制裁，不必符合匯率操縱國的定義（陳家齊，2006）。  

相較於國會與一些民間利益團體的激烈態度，美國政府行政部門面對人

民幣匯率問題，相對採取較為溫和的行動。美國行政部門迄今為止在行動上

一 直 拒 絕 採 用 懲 罰 性 作 法 迫 使 中 國 政 府 針 對 人 民 幣 匯 率 採 取 行 動 （ EIU 

ViewsWire, 2006）。在今年（2006）五月向國會提出的美國財政部提交國會

關於國際經濟與匯率政策報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es）中，仍舊沒有將中共列入匯率操縱國的名單當中，

只是表達將繼續密切監督中國在經濟政策上的執行進度並積極向中國施壓，

                                                        
20. 這三十位參眾議員分別是Rep. Charles B. Rangel, Rep. Sander M. Levin, Rep. Ron Kind, Rep. John Lewis, Rep. 

Xavier Becerra, Rep. Max Sandlin, Rep. Peter J. Visclosky, Rep. Ted Strickland, Rep. Alan B. Mollohan, Rep. Adam 

Smith, Rep. John D. Dingell, Rep. Nancy Pelosi, Rep. George Miller, Rep. Baron P. Hill, Rep. Gerald D. Kleczka, 

Rep. Richard E. Neal, Rep. Earl Pomeroy, Rep. Stephanie Tubbs Jones, Rep. Dale E. Kildee, Rep. Bart Stupak, Rep. 

Sherrod Brown, Rep. Steny H. Hoyer, Sen. Charles E. Schumer, Sen. Lindsey O. Graham, Sen. Christopher J. Dodd, 

Sen. Carl Levin, Sen. Richard J. Durbin, Sen. Debbie Stabenow, Sen. Russell D. Feingold, Sen. Jon S. Corzine. 其相

關訴求請參閱 Congressional China Currency Action Coalition (2004). 

21. 詳細內容請參閱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03).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25&npc=6&pmid=65888&TS=1148524498&clientId=17319&VType=PQD&VName=PQD&VInst=PROD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25&npc=6&pmid=65888&TS=1148524498&clientId=17319&VType=PQD&VName=PQD&VInst=PROD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25&npc=6&pmid=65888&TS=1148524498&clientId=17319&VType=PQD&VName=PQD&VInst=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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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快放鬆人民幣匯率的腳步（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2006）雖然如

此，美國政府行政部門在口頭上卻也不斷透過強硬的發言要求中國採取更彈

性的匯率體制。例如，美國財政部長John Snow在訪問中國大陸期間就表示：

「雖然對於中國「保證向更為靈活的貨幣制度的方向」的說法表示肯定。不

過仍然敦促中國加快努力，放鬆對匯率的控制（陳旭華，2003）。」美國總

統布希更直接點名批判中國的貨幣與貿易政策，要求中國「必須處理他們的

貨幣問題」（The White House, 2004；童振源，2005：145）。  

而為何呈現出行動與口頭的落差，美國前任聯邦儲備理事會（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 Alan Greenspan 在國會的證詞可以反映出行政部門的若

干看法，Alan Greenspan 不認為人民幣是造成美國貿易赤字的主要原因，其

指出：「中國人民幣（RMB）對美元匯率的大幅度上升將會使美國制造業的

活動和就業明顯增長，目前還沒有令人信服的證據可以支持這樣的結論。人

民幣升值，雖然會大大降低美中雙方的貿易赤字，但同其他亞洲國家的貿易

赤字卻會大大增加（Greenspan, 2005）。」而這樣的意見也多少影響了美國

行政部門對於人民幣的態度與看法。  

可是，美國國會的意見與相關利益團體的呼籲，行政部門卻也無法予以

忽視，其必須採取一些作為來回應國會與利益團體的壓力，所以才會產生美

國政府在口頭上嚴厲要求中國對於人民幣匯率做出更大的彈性，但在實際作

為上，卻沒有採取強硬的措施去促使中國採取行動。  

再加上這樣的反應，其實是呈現出在美國所建構的體系中，美國認知上

對 於 中 國 經 濟 持 續 發 展 是 使 中 國 滿 意 這 個 由 美 國 所 建 構 出 來 體 系 的 重要因

素 ， 美 國 需 要 中 國 在 其 他 重 要 的 傳 統 安 全 事 務 上 的 合 作 ， 因 此 對 於 中國人

民 幣 匯 率 的 看 法 與 政 策 沒 有 如 國 會 與 國 內 利 益 團 體 的 意 見 那 樣 激 烈 。反而

對於中共在去年（2005 年）7 月 21 日調升人民幣匯率 2%，表示高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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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22

這些跡象顯示如果中國人民幣匯率真如美國國內利益團體與國會議員所

說那樣嚴重影響美國經濟的話，美國政府將會透過各種管道強力施壓，迫使

人民幣升值才是。  

之前，美國雖然透過各種管道與場合要求人民幣升值，但卻始終無法促

使中共調整人民幣匯率，這其中其實牽涉到美國政府的意願問題，美國政府

如果下定決心要達成人民幣升值的目的的話，我們可以預期的是美國會使用

各種手段、方法與政策迫使中國升值人民幣而且這樣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

因為中國對美貿易逆差已經達到一年將近兩千億美金，佔美國貿易逆差的將

近三分之一。換句話說，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是遠大於美國對於中國市場

的依賴的，在這種不平衡的互賴下，美國相較於中國來說，是有更大的籌碼

來要求中國採取一定的作為的，但事實上，美國並沒有這樣做，一直到去年

（2005 年）7 月 21 日，中共才在大家出其不意的情況下升值百分之二，非大

家所預期的起碼升值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這其中所透露的意涵顯示出可能的

解釋就是人民幣匯率並非美國對外貿易逆差的主要原因之外，就美國政府的

整個國家利益與戰略的認知來說，並沒有被放在非常優先亟待處理的位子。  

因此，人民幣匯率對美國國家利益的影響，我們可以推估其在整個排序

中並非第一優先，對美國國家利益的影響並非立即而明顯，而且經濟性議題，

在整個美國國家利益與安全事務中，並不是全部，況且中美貿易逆差，並非

完全是因為人民幣緊盯美元所致，許多學者均撰文表示美國貿易逆差，很大

一部份是因為國內因素，與人民幣匯率無關。
23

 所以在面對複雜的中美關係

時，美國是綜合性的判斷與考量，根據當時國內外環境與時空變化，做最有

                                                        
22. 一般經濟研究機構認為人民幣匯率至少必須升值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才能符合實際經濟狀況，很顯然的百分

之二與一般大家的預期有很大的落差，但美國政府卻給予正面的肯定，應該是有其他的用意。人民幣被低估

的幅度請參閱Chang and Shao (2004: 366-371); Tung (2005); Frankel (2004)。 

23. 這些學者觀點，請參閱 Huang and Wang (2004: 336-342); Text World, (2004: 36-38); Chu, (2005: 7-17); 

McKinnon (2003) ; 劉遵義（2005）; 鮑迪樂（2004：12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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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於美國的國家利益的決定，而在此時，人民幣匯率問題，顯然不是主要影

響中美關係的因素。  

當然這並不是否認人民幣匯率問題不重要。因為在美國國家利益中第一

重要的命脈利益，包含了維持美國的繁榮與發展。而確保與達成美國的命脈

利益，均有賴美國經濟的成長與繁榮。因此，只要人民幣匯率問題，影響到

美國國家利益中第一重要的命脈利益的話，人民幣匯率問題對於中美雙邊關

係就會更具關鍵性地位與影響力。只是目前人民幣匯率問題對於美國貿易赤

字乃至於雙邊貿易逆差，是否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在美國學術界仍存在著一

些不同看法，如果再加上美國本身國內經濟狀況的考慮，使得人民幣匯率是

否在美國經濟改善上扮演重要角色，就有可討論的空間。此外，其他國際政

治議題對於美國國家利益的影響，所產生的動態性消長，使得美國在人民幣

匯率問題上不至於和中國產生貿易大戰，甚至全面影響中美關係。只是在目

前這個動態性的過程當中，人民幣匯率並未影響到美國國家重要利益（也就

是第一的命脈利益），在未來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人民幣匯率問題在中美

關係中，是否將產生不同的影響，這就有賴吾人隨時對於此議題保持動態性

的關注與整體性結構的瞭解。  

(二) 中國政府的態度與政策回應 

藉由中共的人民幣匯率政策，配合加上中共對於上述的本身外交上傳統

認知與堅持、戰略環境的評估與國際局勢的定調時會發現，中共從一開始就

不斷強調本身政策制訂的自主性，提出人民幣匯率政策的改變與否，是要按

照中國自己的步伐進行，絕不會因為受到任何國外的壓力，就屈服而進行改

革。中國重要政府官員不斷利用各種場合傳達這樣的訊息給外界。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03 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首次表示：「基於中

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金融監管水準以及中國企業承受能力等因素，維持穩

定的人民幣政策，不但對中國經濟正常發展有利，也符合亞太與全球的需求

（丁萬鳴，2003：A2）。」另外，中國總理溫家寶在 2005 年 6 月 26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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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亞歐財長會議上也強調：「人民幣匯率改革必須堅持主動性、漸進性與可

控性三原則，中國將以負責任的態度與作法進行改革。人民幣匯率改革的方

式、內容和時機應由國內改革與發展需要決定，中國匯率改革絕不屈從外界

壓力（顧錢江等，2005：16）。」中國人民銀行行長周小川更在回應七大工

業國對中國匯率的指責時表示：「目前中國人民幣升值的速度是可以令人接

受的。中國中央銀行的政策是追求匯率的漸進式改革，並請依照中國自己的

時間表來進行（Wall Street Journal, 2006: A6）。」  

在強調依照中國本身情況進行改革的同時，中國也不斷強調中國並不想

與美國發生貿易衝突甚至為敵，與美國的貿易分歧是可以透過對話與協商解

決的。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在 2003 年 12 月訪美所發表的演說中宣示中美

公平貿易和經濟合作的五項原則，並以發展、平等、互利為核心。其強調：

「中國經濟發展仍然落後，中國絕不會威脅其他國家，即使發展到美國這種

程度，也不會具威脅性，我們（中美）是朋友，不是對手。中美通過對話與

協商，可以縮小分歧，擴大雙方合作。互利共贏的中美經貿關係是成為中美

關係發展的重要基礎與強大動力（傅依傑，2003）。」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今年（2006）訪問美國時，也在記者會上強調這樣的態度，其表示：「中

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在中美整體關係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中國追求的是互

利 的 合 作 與 雙 贏 的 策 略 ， 雖 然 雙 方 在 某 些 議 題 與 事 件 上 存 有 分 歧 與 不 同 看

法，但相信透過平等協商與進一步的互利合作可以獲得解決。在人民幣匯率

議題上，中國已經採取改革措施，在未來會持續改革人民幣匯率體制。」（The 

White House, 2006）由以上這些言論，其均反映出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環境的

目的，而中美關係是達到該目的的關鍵。  

除此之外，人民幣匯率對中國內部狀況的影響與衝擊，也是中國在衡量

人民幣匯率政策時重要的考慮因素。中國的經濟成長有很大一部份是依靠加

工出口貿易而來的。為了避免通貨緊縮惡化與維持出口競爭力，中國政府一

直到 2005 年 7 月 21 日之前都堅持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實質固定匯率。因為其

擔 心 人 民 幣 升 值 會 對 其 國 內 原 本 通 貨 緊 縮 的 狀 況 更 加 惡 化 與 降 低 出 口 競 爭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18&pmid=7510&TS=1148537875&clientId=17319&VType=PQD&VName=PQD&VInst=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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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進而影響中國企業的獲利率與經濟成長率，進一步衍生出就業問題與社

會穩定（童振源，2004：44）。由於中國三農問題，從農村釋放出了大量的

勞動力，這些勞動力必須藉由經濟高速成長，帶動勞動力需求，以進一步化

解中國龐大的就業壓力。因此，人民幣匯率的升值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對中

共政權的穩定壓倒一切的最高指導原則來說，人民幣升值與否，就不再只是

國際壓力有多大的單方考量而已。國內內部情況穩定與否也是重要的考量。

在 2003 年 7 月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上，中國當時的商務部長呂福源就強

調，「中國自身經濟情勢是中國決定人民幣匯率的首要考量，其他國家的建

議與關心只是次要的（王茂臻，2003；童振源，2004：46）。」所以雖然受

到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先進國家強大的壓力，中共仍然強調人民幣匯率政策

改革沒有時間表，而且會在「出其不意」的情況下，根據中國本身的需要與

條件，做出適合中國的匯率政策調整。  

然而面對這股龐大國際壓力，中國卻也必須做出相當的政策回應，以因

應這些的壓力，其包括了：  

(一) 鼓勵企業赴海外投資。  

(二) 允許信用良好的中國企業運用外匯收入購買國外債券。  

(三) 放寬中國企業與人民擁有外幣。  

(四) 允許在北京、上海、深圳的跨國公司，使用外匯支付其境外總公司

或境外關聯公司代墊費用和分攤的非貿易款項。  

(五) 允許一些流入美元在中國使用，而不是兌換成人民幣。  

(六) 授權中國開發銀行對中國投資人第一種以美元計價的國內債券。  

(七) 允許中國居民出境時攜帶比以往更多的美金，從 2000 美元到 5000

美元。  

(八) 2004 年 1 月將進口平均關稅從 11%降低為 10.4%並擴大對美國與歐

洲商品的採購，增加自其他國家進口的產品（童振源，2004：56-57）。 

這反映出，中國無法不認真看待與處理人民幣匯率的問題。只能透過一

些枝微末節的政策來化解美元外匯不斷快速積累的壓力與貿易上的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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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回應不見得受到國際社會的完全肯定，但也相當程度化解了一

些國際壓力，例如，原本對於中國人民幣匯率，反應最為激烈，動作最為積

極的兩位參議員 Charles Schumer（民主黨）與 Lindsey Graham（共和黨），

在經過訪問中國大陸後，在此次（2006 年）對於美國行政部門提出匯率報告

後的反應，態度上已經有所調整，表示願意再給中國一段時間與機會，再來

考慮是否要對中國實施貿易制裁（陳家齊，2006）。  

這樣一連串不斷從中共釋放出來的訊息，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原則，作

為分析與解釋中共如何看待人民幣匯率政策，也就是主權原則。在中共整個

國家戰略以發展經濟為前提，以提升中國國力下，並且在主權至上的最高指

導原則之下，中共在面對人民幣匯率升值與否的壓力時，他必須兼顧主權堅

持、國內穩定與抵擋國際壓力，同時要營造出有利於他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

的 雙 重 困 境 。 這 中 間 的 權 衡 顯 示 出 中 國 是 認 可 目 前 國 際 環 境 有 利 於 她 的 發

展，但國內因素的制約使得他必須小心翼翼的在兩者間求取平衡點。  

因此對於國際間強大的升值聲浪，他無法忽視這股壓力，勢必要做出相

當程度的反應，以符合國際社會的期待，進而創造出有利於他發展經濟的環

境，但同時，他卻也必須堅守國家主權至上的原則與對國內經濟和社會穩定

的影響。如果，在人民幣匯率問題上，他因為受到國際壓力而屈服，做出政

策改變的話，中共將會擔心因此造成某種印象：一旦在此議題上，國際社會

可以透過壓力使中共屈服的話，那將來在面對其他議題與事件，例如人權、

政治民主化與台灣問題等對中共來說更為敏感的問題，是否也會因此使國際

社會認為可以透過壓力來改變中共的某些作為，而造成不必要的困擾，因此

破壞了中共所好不容易建立起有利於中共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  

同時，也可能會危急中共所追求的社會穩定政策，因為中共自從實施所

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面臨了這些失業問題嚴重、社會保險覆蓋率不

足、貧富差距擴大、群眾抗議事件快速增加、人口老化等社會問題。這些問

題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政府執政資源的變化，逐漸成為中國大陸內部社

會穩定的隱憂。面臨這些龐大的就業壓力與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如何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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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持續穩定成長，以化解就業壓力，穩定社會基礎，以免龐大失業人口衍

生出嚴重社會問題進而侵蝕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造成中共政權的統治

危機，就成為中國政府最重要的考量。
24

所以中共才會不斷強調中國要按照自己的腳步、根據本身國內經濟結構

與條件，進行人民幣匯率改革，其結果是中共在去年（2005 年）7 月 21 日，

出其不意的宣布人民幣升值 2%，同時放棄和美元掛勾的政策改採一籃子匯率

政策，正式與美元脫勾。中國人民銀行也對外表示，人民幣不再有官方宣布

的一次性調整，而是在現行的浮動匯率制度下，根據外匯市場的供求與國際

間主要貨幣之間匯率的變化自主浮動（中國人民銀行，2006）。  

而中共會採取這樣的政策與在和美國磋商過程中的表現，其實也是反映

出中共對於目前的國際體系結構是他可以接受的，同時在評估中共與美國的

實力時，認為中美之間的國力相差還很巨大，中共無法在短期內挑戰美國的

地位，因此其在公開場合就曾經表示，中國不會挑戰美國的地位，中國期望

在穩定與和平的環境中和美國進行合作，同時發展經濟。在一些貿易議題上，

做出儘可能的讓步，同時不斷宣稱中國願意改革人民幣匯率，但必須依照中

國國情與狀況，配合國內金融體制的建構與革新，做出最適合中國的改革步

調，以維護人民幣匯率在中共所設定的步驟下，來進行改革。  

也因此中共在人民幣匯率政策上，他採取了折衷的作法，對於人民幣匯

率政策做出微調，藉此化解美國國內一部份壓力，但卻也不是完全的棄守，

還是在一定程度上堅持了中國改革步調，基本上希望創造雙贏的局面。所以

我們可以看出來中共基本上也不願意讓人民幣匯率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的重大

障礙，他改變了人民幣匯率的調整結構，由過去單一釘住美元改變為釘住多

種貨幣（主要是釘住美元、歐元、日圓與韓圜），以符合美國乃至國際社會

的 一 部 份 期 待 － 將 人 民 幣 匯 率 朝 向 更 加 自 由 化 與 市 場 化 的 方 式 浮 動 方 向 前

                                                        
24. 中國十一五規劃其實就反映出了中國對目前內部現況的自我評估為何，其中關於社會部分就佔了整

個規劃的三分之一強，詳細內容請參閱：新華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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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藉以創造出有利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局勢。  

六、結  論 

從權力轉移理論的觀點來看，在目前的國際體系中是屬於一超多強的結

構，而這個結構中的超級強權國家是美國，美國對此結構是滿意的，並希望

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下繼續維持世界領袖的地位，維持超強的局面。中共是一

個崛起的強權，其希望國際體系是屬於多極的格局，雖然現在的一超多強的

國際體系，並不符合中國的期望，但中共需要一個和平與穩定的環境來發展

經濟，因此透過客觀的認知，中國是雖不滿意但卻可以接受現在的國際體系

結構。  

在國際局勢變化，美國雖然是全球唯一的超強國家，要維持目前國際體

系，甚至往增進其理想上的國際體系前進，只靠自己本身力量是有其限制的。

其無法單獨面對許多國際事務，需要其他強權國家的合作方能應付複雜多變

的國際局勢。而中共鑑於國際多極的發展態勢，美國需要她在其他面向上的

協助與合作，因此在一些不違反中共價值信仰原則的國際事務上積極與美國

合作，希望藉此贏造出有利於他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  

所以對美國來說，其強調中國的重要性，視中共為一個強權國家，給予

第二強權的地位（林正義，2002：7），在此同時美國也要求中國扮演建設性

角色。中共視美國為目前全球唯一的超強國家，雙方均強調彼此共同利益的

合作，但卻也沒有就因此認為雙方沒有歧見，而是承認這樣的歧見需要不斷

溝 通 與 協 調 ， 並 不 需 要 因 為 這 些 岐 異 的 立 場 而 阻 礙 雙 方 其 他 可 以 合 作 的 事

項。彼此都需要在某些事務上合作與配合，以達成雙方所欲的目標。  

在這樣的認知下，在人民幣匯率政策上，中美雙方均體會到雖然有衝突

產生，但是卻不認為經濟性議題在中美關係中具有難以溝通或突破的障礙，

雙方對於彼此都有所求，因此在求取雙邊最大利益下，這些經濟性議題與中

共所堅持的意識型態與原則（主權、領土與傳統性國家安全）不相衝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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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中美雙方都展現相當的彈性，來處理雙邊的經貿關係。  

權力轉移理論提到，各國對於全球或區域權力層級內規則的滿意程度，

決定了戰爭或和平。均勢（parity）的結構情況下最有可能發生戰爭或衝突，

而企圖提升國家在權力結構底下地位的想法會產生國家間的衝突對立。不滿

現況的國家大多數會去挑戰此結構，但在強權國家的階層則較少發生衝突，

因為這些國家大多數均滿意並支持國際體系的現行規則，同時，這些滿意現

況的國家尋求的是共同的解決方案來提升他們的經濟與安全利益。  

因此，從雙方在人民幣匯率議題上的態度與作為來看，顯然中美雙方目

前是處於相對滿意的狀態，彼此透過協商與對話，來化解彼此歧見，同時採

取相對應的行為來縮小差異。中國放棄人民幣固定匯率，改採一籃子的管理

是浮動匯率，美國則雖然在國會與國內利益團體龐大壓力下，但卻依然沒有

採取懲罰性作為來敦促中國改善匯率體制。可見雙方都展現相當的自制與誠

意，希望經由溝通與善意回應來處理人民幣匯率問題。  

所 以 目 前 為 止 並 沒 有 跡 象 顯 示 雙 方 會 因 此 展 開 貿 易 大 戰 或 實 質 性 的 衝

突。從權力轉移理論來看，這是因為人民幣匯率的政策，在整個大環境的結

構中，中美雙方是處於相對滿意的狀況，再加上中美兩國在綜合國力上仍有

相當差距，中國現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讓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下去，中國亦認為

此時尚不足以挑戰美國的實力，所以維持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外在環境的目標

是和美國這個體系內唯一超級強權目標是一致的。  

對目前中國與美國的主觀想法與實際作為來說，中國並不會也沒有想要

改變現狀，而美國也不會主動改變這個現狀。然而吾人必須要注意的是，假

設中國發展的速度不變的話，當其綜合國力達到美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時，

是否在經濟議題上將可能與美國產生全面性的衝突，則有待後續觀察。  

因為就權力轉移理論來說，所謂的現狀的改變是所謂超越（overtaking）

的發生，也就是當國際體系結構中，發生超越的現象時，則現況發生改變，

反之則是維持現況（Tammen et al., 2000: 22）。只是當現況發生改變時，是

透過何種方式產生現況的變化。有些是透過戰爭的方式有些則是在和平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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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產生改變現況，例如美國對英國發生超越狀況時，並不是經由戰爭

的方式，而是自然而然的改變了國際體系的結構，達到改變現狀的發生，而

德國則是企圖透過採取戰爭的方式改變國際體系結構，只是並沒有成功。而

本文案例中，中國與美國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生超越的情形，也就是現況並未

改變，整個國際體系結構並沒有變化，雙方的互動仍是在協商與合作的狀態

下進行著。而當中國的國力達到美國的 80%時，就達到改變現狀的門檻，而

中國會怎麼做，採取怎樣的方式面對，則還需視當時中國的內外在環境而定。 

另一方面，吾人也不可忽略美國如何維持這個超強地位，也是吾人觀察

經濟議題是否會造成雙方衝突的重點。假如，中美雙邊貿易逆差大到足以影

響美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繁榮，也就是經濟性議題威脅到了美國國家利益的

第一核心地位時，美國對於中國人民必匯率政策的容忍度，將勢必不可能像

現在一樣。美國勢必無法坐視中國目前對人民幣匯率的政策，而將有可能採

取激烈的手段迫使人民幣達到美國的要求。所以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是

否會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除了一方面考慮中國本身將要採取何種

的作為來面對當其國力達到美國國力的 80%的情勢外，另一方面，則是經濟

性因素是否威脅美國的必需利益（vital interests）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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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ld War, political issue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economic 

issu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ssues 

have risen in import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given the rising level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conomic issues 

will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issu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primary conclusions are that economic issues, despite occasional frictions, 

are not the main obstacl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Both sides underst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and have proved able to reach mutually beneficial solutions. 

As long as the economic issues are not caught up in issues that are ideologically 

sensitive to China (e.g. territory, sovereignty, and traditional national defense), the 

two sides can handle them prag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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